才女与才子文化艺术融合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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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藏于青楼中的明中期才女，大多出身社会底层，迫于生计混迹于红尘之中，造成与受封建压迫的传统女性格格不入。她们不像一般女性那样局限于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模式。特别是在与受过较高教育的才子交往日繁之中，在琴、棋、书法等方面受这些文人的影响，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才女为代表的世俗艺术文化和以文人为代表的正统封建儒家文化相互糅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明末文化风格。本文将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才女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她们文化艺术内容造诣表现、当时文人才子思想变化、为何两者能相互交融、这种关联性对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等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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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中后期社会风气的急转对文人艺术追求和生活的影响
自明朝以来，原有的元朝四等人制、萨满宗教思想浓厚、武力统治等残酷的治国方式终结，转而重新回到宋时儒学为宗的传统汉人统治方式上来。南宋以来形成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让人生活在严密的礼制之下，尤其是妇女又被统治者所推崇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枷锁所羁绊，直到正德以前，即便是青楼才女也不得不顾及理学影响，日常生活不过饮酒作乐，不敢有过多放纵任情之举。弘治进士沈梦周《青女记》中记载了他与当时扬州才女小元婴的故事“杯筹交错，几盏小酒，卿饮吾复饮，桌上肉糜久不动，贴耳述诉事，醉倒乡愁，明日惺忪眼，空寂而归。”由此可见弘治年间的才子不过在青楼里述说家常事，饮酒寻欢，青楼才女也仅是强颜欢笑罢了。相互之间更不会上升到艺术、文化上的互相倾诉、琴棋书画上的交流鉴赏。明正德年间，明开国以来简朴、严肃的社会风尚发生急转。首先正德皇帝建造豹房，饮酒作乐、与野兽为伴。崇尚武力，与北方的狄族为战，喜欢战争，事事讲声势、排场，极力宣扬国威。《明史．正德》载，“武宗豹房穷尽饮酒，亲持火仗、宝剑于乾清宫，狂歌吟诗，不慎起火，奔而笑曰“真乃好烟火”乾清宫毁掉之后，正德又在原址建造了比原来大两倍的宫殿、并搜集京中大臣珍宝怪石以充之。大臣们争相效仿。《武宗旧事》①记载“大臣越祖制，朝中思妾之淫欲，朝罢归家，听曲闻琵琶。出恭四妾服侍，掩味而燃胭脂香。”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影响了为博取功名读书人的思想，他们也羡慕并效仿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正德之前的秀才举人读书虽也有争取功名利禄之心，但“忠君爱国、建立功业”的信仰也时时存于笔端，其自身刻苦读圣贤书，耐住生活清苦，不过“箪壶瓢浆，一日清粥、青菜而已”。但是正德之后，读书人经常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时时挂在嘴边，即便穷苦出身的读书人也是衣着光鲜、手持小扇，饮食极尽讲究，散尽家财结交朋友。《仕子迷途》②中记载，保定举人杨其保，家父乃村壤一酒家掌柜，进账一日几两碎银而，其保日日与友人家中饮酒，吟诗书画，不问家中琐事，其友醉酒而归，不付一文，杨父哭而告知家中艰难。其保怒曰“余如此散财为何?官宦奢靡日日笙箫，余独羡乎?何寻媚娘兮?何居广厦兮?何酒肉不缺兮?唯有如此得一进士，方登大雅。”社会奢靡风气的盛行，更刺激士人追求高官厚禄的激烈愿望，但士人真正能高中进士，得皇帝廷试授予官职者如凤毛菱角，不是“白发苍苍难为宦”就是“一朝弃试隐林吟”。高度期望与落第的巨大心理差异，使得这些失意士子更加沉浸于酒色之中，要么隐居山林饮酒作画，要么去风月场所向心仪女子吐露内心痛楚，传授她们琴乐、书画、文章，从而排遣内心伤感之情。自己才华不被统治者欣赏，就寄希望于这些有一定艺术功底的青楼女性成为欣赏者。再加明中后期阳明心学思潮的影响，士人们追求个性解放、任性适情，这一时期才子其艺术作品，开始脱离宋以来宫廷画、山水画、诗词等正统儒学文化体系，向往心性自由、风俗生活。如唐伯虎的画多以仕女图、春宫图为主，文征扇面的题词也以描写男欢女爱、描写社会风俗生活为主，民间人云“才子忘却圣贤书、题诗作画太风俗”，他们的书画作品也正是当时读书人生活心态的反映。

二、正德、嘉靖年间才女文化艺术受才子渲染后的特质
(一)市井文化与儒学文化相包容正因为上述原因，正德嘉靖年间，才女文化和儒学文化相互交融显得异常明显。青楼中才情卓绝的女性群体逐渐兴起，以青楼才女为代表的女性相较于深闺女性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她们的社会交际圈复杂且广泛。与深受礼教影响、严守妇德规范的闺阁才女相比，青楼才女少了妇德礼教的约束，加之城市墨客文化、茶铺书肆、读书、赏乐等文化艺术形式的兴起，为她们提供了相对宽泛的生活艺术文化学习空间。知识分子一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态度，特别是喜于流连在风月场所的才子来说，也已厌倦“牡丹花下死做鬼也”的无聊生活，更注重于吟诗作画这些精神生活世界。才子们自然会对她们经常接触的这些女子才、学、德方面重视，把这些艺术文化知识乐于授于她们。而这些才女们也被这些名仕们的才学、礼教文雅所折服，愿意习之。《花僧惹草》③登州法陀寺智癫和尚本为举人，因屡试不中怒而为僧。喜书，尤以狂草和仕女、春宫类型的画作闻名当地。常醉酒而访登州才女贾月。书中有云“智癫不闻儿女情，正坐上方书墨间。教于小月琴棋画，学礼摹篆空等闲。”智癫本为举人出身，通懂书画艺术。做为儒子，熏陶于封建礼教，应不沉浸于仕女、春宫这种伤大雅的书画中，更甚者，竟传于歌伎。造成“儒学之士藏，歌伎女子读圣贤”的怪现象。实为雅俗文化相互影响、充实艺术文化的现象矣。正德、嘉靖时才女和才子们在社会背景、遭遇变故、人情世故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为艺术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江南地区以风花场所居多，能书画女者产生了小社团，专以交流艺术。她们外出游历、拜访才子，互赠诗歌，甚至介入双方的亲属的社会圈。才子墨客们因应试、才学也会相聚为团，以茶诗会友，还会宴请才女助兴。伴随交往繁多，双方文化艺术才艺也得以展现。在社会背景方面，才女们大多出身清苦或家庭父母变故，又不甘于贫困而沦为娼妓以求生活。才子们也同样如此，因其出身于小农、小商家庭居多，无机会得到士大夫引荐、也无法世袭官职，唯有科举之路才能出入宦家之门。如唐伯虎母亲早亡，父亲在乡里经营酒馆为生。唐伯虎的骈头崔樱桃母亲本为娼妓，父亲则是市井泼皮。在遭遇变故上，才女们或父母早亡无家可归无所依靠或家人作奸犯科逃避劫难。更是渴望身边有一倜傥能文能书者为伴，排遣寂寞。当时才女们寄期于偶遇一知音，能重金许于老鸨，与其过平凡夫妻生活。才子们则是自视甚高，自以满腹经纶。但仕途不顺，科举之路为艰，落榜者不胜枚举，内心苦闷之情不言而喻。为发泄心中不满，展现自己才华渴望被人欣赏。才女们因交往各阶层男性最多、对世间世故看空一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自然养成了娇媚、柔情、体贴的性格，这让才子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共同的遭遇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话题成为共同的知己，共同的知己是用文化艺术形态来表达。此时，雅俗已没有明显的界定，不管是才女们的雪月风情、平俗的诗歌或是秦淮艳曲在这些音律中、诗词主体中都包含了读书人对她们的授教、礼仪妇德的传播。文化包容看到了才女和才子之间的思想包容，冲破了封建束缚，打破了读书人和才女之间的禁锢。以平和开阔的心态对待男女关系。

三、正、嘉年间糅合才子文化艺术下的才女艺术文化解读
才女才学气息的形成在最初始阶段无疑和前朝普通歌伎一样，是男性娱乐需求的产物。如若她们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才学广博的文人，也鲜有机会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只有琴棋书画、古典文学这些载体拉近才子和才女的距离。是才女必然多才多艺，在艺术修炼中大部分是无奈被动的学习过程，一方面是文人风雅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才女们接触了更高层次的艺术。又适逢明中期的奢靡之风盛行，从而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需求。所不同的是，正、嘉才女们在熟习各种艺术技艺的同时主动与当时才子的文化艺术相融合，形成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对世俗文化、天启、崇祯年间名气更大的才女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传承方面来讲，以才女为载体的艺术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保留和散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之所以正、嘉年间才女们的艺术才学吸收了当时文人的才学精华和所表现的文艺思想。大背景上说是受到绘画、文学、戏曲社会文化的走向，引导了才女文化的发展。从微观上则是名仕的嗜好有密切关系。在绘画上，自明朝以来，文人画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阶段。由宫廷画家发起，各地才子响应。不管是街景画、风俗画、仕女画以笔墨粗细表达景观远近、虚实结合，潇洒飘逸。它反映了正、嘉以来文人“独善其身”的淡雅心态。弘治朝以后，明朝统治秩序趋于混乱，文人入仕受阻与政治无缘。文人画是才子们对政治悲观无望寄情山水下的产物。庞有年《朝画》云“前朝万物净待废，仕途阻隔复无路，献身画墨净精神，淡泊逸气书心灵。”这些自然影响了与之交往密切的才女，以期文人画靠拢与文人风雅结合。才子笔墨传情的特质也影响到了她们对艺术的理解。使才女们的创新境界和创作水平大幅提高，到达笔墨与心灵的交接。诗词文学上，心学在嘉靖末年已经开始并且与禅宗相混。摒弃了八股结构、儒学套路，展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诗、词、小文中更是突出了玄幻虚灵具有性灵之气的作品。这些作品突出了才子们在生存实践中逐渐认清自己乃是有多种欲望和追求的单独个体。人先为个体存在而后为社会存在。正、嘉才女接触才子文学颇多，自由气息迎面而来。才女为了展现自身身世诉求，通过文学获得自身价值，与追求个性解放的气息相吻合。通过文学，才子以个体表自由，才女以哀叹身世悲怆表自由。正、嘉才女才艺出众、并涉猎其他方面。尤以音乐、乐法、乐器为长。这与明中音乐的发展密不可分。正、嘉之前乐器品种单一、不过琴、瑟、琵琶、箫耳。填词内容也极度匮乏，多以宋词充实。曲调上不过汉乐府遗章。正德以后，简朴治国全无，为了烘托明朝文治武功和八方朝圣奢华场面，自官府至民间对音乐律法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新，有了官方支持，民间音乐家少了禁忌，优秀作品涌现。“金”类乐器颂钟、笙钟，“石”类笙磬、鸣球，“革”类县鼓等都是在正德、嘉靖年间产生的。在谱调上也一改前朝冗长、深沉、重音的曲风，在不同场所有不同的音律风格。还吸收了胡夷元素。郭沫若《孔雀胆》对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有很好的概括描述“青楼笙、瑟、琵琶、松琴居多，苏扬才女卓不下十余种，或悠扬轻松快活，或闺怨糜殇纵涌，小调轻音袅袅。每遇战事，宫廷乐师每次携之鼓具各不相同，鼓之舞之，不按规章，将士听毕热血迸发。即使民间清苦之家，饭后妻妾也会持自制乐器陪夫君小憩。”寻常百姓如此，才子文人更热衷其中。在填词上，才女文人在继承宋词基础上与“道”“释”相结合。表达出了寻求个性解放，自我意识的强烈愿望。“音乐觅知音”，才女更是深受影响，寻得思想的安慰。从这个角度看，音乐更是为才女和才子之间艺术文化交流寻找到了合适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郝邹润．仕子迷途:卷4［M］．陈兴．翰院桃源谢语．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19．

［2］钱有光．警世人录:卷2［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3］魏珲．书芳笔记:卷7题跋松下观风［M］．任重汝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91．61．

［4］苏远航．国南风情［M］．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177．

［5］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171．

［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